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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农业技术效率的逻辑机理,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和超越对数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实证分析了在土地细碎化背景下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表明:随着经营规模扩大,购买插秧、整地、收割、施药和施肥服务的农户数会不断增多.土地细碎化对农业社会

化服务的影响会形成外部约束,降低了插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增强了施药环节对

农业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我国农业政策应积极引导农民走向农业生产集体行动,努力实现零散耕地的集中连

片经营,助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和土地资源利用率.对标准化程度低和道德风险发生率

较高的施肥施药等环节,应加强规范管理和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农户购买此类环节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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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

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

有机衔接”.２０１９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加快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目前,全国有３７万个提

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的组织,全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已超过２０００亿元① .农业服务企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托管项目等不同产业组织形式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正快速发展,在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学术界关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农户对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差异的研究

较多.有学者指出农户对不同环节外包服务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农户对作业质量监督较难的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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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施药环节的外包服务需求较少,对易于机械化的整地和收割环节需求较大[１].部分学者分析了农

户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之后的家庭用工和雇工之间的差异,发现雇工的生产率明显低于家庭自用工,
雇工会存在卸责和偷懒倾向[２].但是,也有学者得到不一样的结论,认为雇工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

自用工[３].之所以出现差异化的结论,可能是因为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雇工监督难易存在差异,有些

农业生产环节标准化程度高,易于监督,有些监督成本则非常高,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
近年来,多数研究认为农业社会化服务能有效替代家庭劳动力,提高水稻单产[４],增加家庭收入[５],改
善农户福利[６]和促进农业绿色生产等[７].也有学者指出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一定的风险,会对农业

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分析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

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如孙顶强等认为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中国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

影响会存在明显差异,整地和播种环节外包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病虫害防治环节

外包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９].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存在知识和技术溢出效用,通过改变农户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来影响农

业技术效率,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土地细碎化这个关键因素.由于土地的不能移动以及单个

地块坡度和面积大小的不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范围、服务规模和交易频率会受到影响,也
影响着农户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及其配置效果,进而决定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

影响会受到农户土地细碎化的限制.当前,我国小农生产的基本面仍没有改变[１０],土地细碎化经营

格局不仅没有发生基本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１１].截至２０１７年年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仅占家庭总

承包耕地面积的３７％② ,中国农地流转率依然不高.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年

底,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的９８．１％,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比超过７０％,耕地规模化② 耕种

面积占全部实际耕种面积的比重仅为２８．６％.经营耕地１０亩以下的农户仍有２．１亿户[１０].在这一

背景下,我们不禁思考,土地细碎化是否会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形成外部约束条件?
速水佑次郎等认为一个社会可以利用多种途径来实现农业的技术变革,如农业劳动力约束可以

用机械替代,土地约束可以用生物技术加以解决[１２](P２３).农业生产存在季节性和较长的周期性特征,
需在广袤的田野上进行,具有决策时间上高度的统一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随着农业机械的不断更

新升级和农业化学品等生产技术的进步,农业分工的空间不断深化,农业生产中的整地、播种、插秧、
施肥、施药、收割等各个环节均可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完成.但是,各环节的生产技术、标准化程度和

服务效果的衡量等均不同,比如整地、播种、插秧和收割易于机械化操作,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

效果易于观察,但其服务效果受土地细碎化的影响较大;病虫害防治和施肥环节在一个作物生长周期

内需要进行多次,每次喷洒的浓度和均匀度要求不同,很难实现机械化和标准化操作,该环节的服务

效果也不易观察.并且,农业生产要求不误农时,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决定了其所需的农业生产时

间往往就集中在几天时间范围内,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可能会追求服务次数和服务面积增多,产生道

德风险的概率较大,土地细碎化的存在可能会提高这种概率,直接影响农业技术效率.因此,不同环

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效应也会受到土地细碎化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土地细碎化视角切入,考察其是否会对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进

而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形成外部约束条件,从而发掘在土地细碎化这一基本特征事实下,以农业社

会化服务促进农业技术效率提高的可行策略.本文首先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影响农业技术效率的数

理模型,然后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实证检验土地细碎化背景下农业生产不同

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从不同规模农户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提出政策

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农业技术效率是从投入产出角度来衡量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农户利用农业投入要素所能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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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虽然不属于农业生产中的投入要素,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家庭人力资本下降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农户可依托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拥有的专业

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等优势,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配置结构来影响产出,进而影响农业技术

效率[１３].因此,本研究借鉴 Hiroyuke的分析框架[１４],农户是否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时的产出会呈

现以下状态:

Y＝
f１(k１;X)　if　S＝１
f０(k０;X)　if　S＝０{ (１)

式(１)中,fs 为生产函数,Y为产出,ks 为投入要素向量,S为农户是否购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X
为影响农业产出的经济社会因素向量.

农户会基于以下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max
S．ks

U(π) (２)

π＝S× f１(k１;X)－c１(w;k１)[ ] ＋(１－S)× f０(k０;X)－c０(w;k０)[ ] (３)
式(３)中,cS(w;kS)为成本函数,w为所有投入要素向量的价格,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农户

会受到以下的预算约束:

gS(ks,X,w,η)≥０,∀S (４)
式(４)中,η是影响农户预算约束的变量向量,农户的最优化问题需满足以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LS＝U× fS(kS;X)－cS(w;kS)[ ] ＋λS×gS(ks,X,w,η),∀S (５)
式(５)中,λS 为拉格朗日乘数,根据库恩－塔克尔定理(Kuhn－Tucker)的最优化条件,对于∀S,

会满足以下６个条件:①∂L∗
S/∂kS≤０,②k∗

S ×(∂L∗
S/∂kS)＝０,③k∗

S ≥０,④∂L∗
S/∂λS≥０,⑤λ∗

S ×
(∂L∗

S/∂λS)＝０,⑥λ∗
S ≥０.农户将选择s∗ ＝１ifU|s∗ ＝１≥U|s∗ ＝０,反之亦然.

进一步,根据最优化问题的求解以及库恩－塔克尔定理(Kuhn－Tucker),fs、cs、gs 均为外生变

量X、w、η的函数,农户是否选择购买社会化服务以及最优的投入要素向量将表现为以下简化形式:

S∗ ＝r(fs,cs,gs,X,w,η)＝r(X,w,η) (６)

k∗
S ＝φ(fs,cs,gs,X,w,η,S∗ )＝φ(X,w,η,S∗ ) (７)

最优产出函数可以简化为以下形式:

Y∗
s ＝fs(k∗

s ;X,S∗ ) (８)
因此,最优的农业产出会受到农户是否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影响,进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也会产

生影响.
(二)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Battese等的效率损失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来估计技术效率[１５],模型设定如下:

Yi＝f(xi;β)exp(vi－ui) (９)
式(９)中,Yi 代表实际产出,f(．)为农业生产函数,xi 为生产要素投入向量,β为待估参数,vi 测量

误差和随机干扰因素,并且假定vi~N(０,σ２
v).ui 是技术无效率部分,即样本产出与生产可能性边界

的距离,并假定其与vi 不相关,即ui~N＋ (ziδi,σ２
u).

在具体估计中,本文采用对要素替代弹性和规模报酬不施加任何限制条件的超越对数随机前沿

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将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类,函数形式如下:

LnYi＝β０＋β１LnL＋β２LnK＋β３LnA＋
１
２β１１(LnL)２＋

１
２β２２(LnK)２＋

１
２β３３(LnA)２＋

β１２(LnL×LnK)＋β１３(LnL×LnA)＋β２３(LnK×LnA)＋vi－ui

(１０)

在技术无效率影响因素模型中,其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ui＝δ０＋λjCj＋γiNi＋φiNi×Cj＋∑
k

i＝１
δiZi＋ωi (１１)

式(１１)中,ui 为技术无效率项,Cj 反映农户购买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Ni 反映土地细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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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Ni×Cj 为土地细碎化和不同环节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交叉项,Zi 为可能影响技术无效率的控制

变量,ωi 为模型扰动项.λi、γi、φi 和δi 均为待估参数,若λj 为负值,则说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

术效率存在正的影响,反之则为负的影响;若φi 值和λj 值的方向相同,则说明土地细碎化会增强农业

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反之则会降低其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模型诊断时,由于随

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两个回归误差项不满足 OLS回归的经典假设条件,本文参照Battese等的基本思

路[１５],利用σ２＝σ２
v＋σ２

u 和γ＝σ２
u/(σ２

u＋σ２
v)进行替代,γ∈(０,１),γ值大于０表示存在技术无效率.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有“两步法”和“一步法”两种估计方法.“两步法”是先估计生产函数和技术效

率值,然后将技术效率值作为因变量对其影响因素变量进行回归.但是,两次回归对技术效率分布的

假定不一样,估计结果会存在偏差.“一步法”针对技术效率分布假定不一样进行了技术处理,因此,
本文利用Stata１５．０软件进行“一步法”随机前沿估计.

三、实证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课题组在江苏省内开展的农户微观调查.江苏是农业强省,农业现

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全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比６１％,居全国首位;农民参加合作组织比重达

６１．４％,居全国首位.为尽可能使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和随机相结合的抽样方法

选取样本农户.首先,选取江苏省南通市、盐城市、扬州市和泰州市作为样本市.然后,根据随机抽样

方法,在每市随机抽取１个县.确定样本县之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把样本县的所有镇(乡)分为高、
中、低３组,并从每组中随机抽取３个村.最后,在每村随机抽取８~１０户农户进行调研.针对本文

的研究重点,问卷主要包含以下方面:(１)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如户主年龄及其受教育程度、户主劳动

时间分配、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成员就业情况等;(２)农地基本情况,如耕地面积、地块数、地块离家远

近、农地流转情况等;(３)农业社会化服务购买情况,如插秧、整地、收割、喷洒农药、施肥服务等变量.为

保证问卷质量,提高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课题组招募在校的硕博士研究生做调查员,正式调研

之前先对调研员进行集中培训,对调查问卷的相关内容进行解释,正式调查采取调查员和农户面对面交

流、调查员代为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避免农户自行填写表格或农户对问卷理解偏差带来的偏误.调查

结束后,调查员对问卷进行了自查、互查及集中检验,共获取有效问卷３２８份,问卷回收率为９１％.
(二)变量设置

１．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用“是否购买插秧服务”“是否购买整地服务”“是否购买收割服务”“是
否购买施药服务”和“是否购买施肥服务”来反映农户是否购买了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
农户购买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能有效缓解家庭劳动力约束,也能间接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提供的专业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成本优势等,进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影响.用“地块数”来反映

土地细碎化情况.

２．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和土地细碎化可能会影响农业技术效率之外,农户的家

庭基本特征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在实证模型中还增加了一组家庭控制变量.另外,不同村

庄在地理位置、水文条件和农业生产习惯方面会存在差异,这些不可观测因素会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

影响,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村庄虚拟变量予以控制.
所有相关变量的定义、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１.总体而言,农户对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购

买情况差异较大,绝大多数农户购买了整地和收割服务,占比均达到８０％以上;购买插秧服务的农户

占比为５４％;而购买施药和施肥服务的农户较少,占比分别仅为１６％和２３％,这与刘家成等的研究

结论相类似[１６],即与整地、收割等环节相比,农户购买施肥、施药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有较大差

距.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户普遍认为在作物一个生长周期内需要多次施肥施药,每次喷洒的浓度和均

匀度要求不同,且施肥施药标准化程度低,对产量影响较大,出于风险规避、服务效果和劳动监督的考

虑,农户倾向于少购买这类环节的社会化服务.样本地区家庭平均地块数为３．５块,地块相对较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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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户均经营规模８５亩.江苏为农业大省和经济强省,根据２０１４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２０１４年

江苏省人均耕地面积仅０．８亩,逼近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０．８亩(０．０５３hm２)警戒线.江苏

省耕地细碎化指数呈现从北到南逐渐增加的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北部的低值集聚区和西南部的高

值集聚区,这与江苏省由南至北逐级递减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１７].样本地区户主平均年龄为

５８．７９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７．９８年,平均种植年限为２６．６７年,且其工作主要以农业劳动为主,农
业生产呈现“老龄化、人力资本低和兼业化”现象.
　表１ 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产出 亩均单产(斤/亩) １２２５．５３ １６９．７１
土地 土地经营规模(亩) ８５．５５ １６０．５６
劳动 亩均劳动力投入(自有劳动投入＋雇工投入:工日/亩) ３．０６ ３．４２
资本 亩均资本投入量(种子、化肥、整地、收割、灌溉和其他生产支出费用等:元/亩) ５６３．０１ １６７．９７
插秧服务 是否购买了插秧服务? １＝是,０＝否 ０．５４ ０．５０
整地服务 是否购买了整地服务? １＝是,０＝否 ０．８４ ０．３６
收割服务 是否购买了收割服务? １＝是,０＝否 ０．９５ ０．２１
施药服务 是否购买了施药服务? １＝是,０＝否 ０．１６ ０．３７
施肥服务 是否购买了施肥服务? １＝是,０＝否 ０．２３ ０．４２
地块数 耕地地块数(块) ３．５２ ２．７７
平均地块面积 地块面积(亩) ２７．６９ ６１．０５
地块分散程度 １＝集中,２＝一般,３＝分散 １．６４ ０．４８
年龄 户主年龄(岁) ５８．７９ ９．８６
健康状况 １＝较差,２＝一般,３＝较好 ２．８ ０．５３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７．９８ ３．７４
农业培训 户主是否参加了农业技术培训? １＝是,０＝否 ０．５７ ０．５０
劳动价格 农忙时务农劳动价格(元/天) ８８．３０ ２５．３２
种植经验 种植年限(年) ２６．６７ １４．２３
农业保险 是否参加了农业保险? １＝是,０＝否 ０．２４ ０．４３

　　表２ 不同类型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情况 单位:％

变量 平均 规模户 小农户 t值

施药服务 ０．１６ ０．３４ ０．１１ －４．１１∗∗∗

施肥服务 ０．２３ ０．６１ ０．１１ －８．６４∗∗∗

插秧服务 ０．５４ ０．７０ ０．４９ －３．５０∗∗∗

整地服务 ０．８４ ０．８６ ０．８４ －０．５３
收割服务 ０．９５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７４
样本量 ８０ ２４８

　　　注:“小农户”包括农地转出户和未流转户.

　　(三)样本农户的特征性分析

表２列出了不同类型农户购买不同环

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现阶段,中国

农地流转速度和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快,农
户异质性突出.首先,为定量比较不同规

模农户的社会化服务购买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将户均经营规模大于当地县平均经营

规模的农户定义为规模户,若低于该平均

水平,则为小农户.样本地区规模户占比为２４．４％,小农户占比为７５．６％.两类农户购买整地和收割

的社会化服务较多,规模户购买施药、施肥和插秧服务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小农户,t检验显示两类农

户在施药、施肥和插秧环节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原因是规模户土地经营面积更大,劳动力对农业生产

的约束更强,施肥施药和插秧费时费力,且一个作物周期可能需要多次,规模户会更倾向于将这些环

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减少劳动力成本.
表３列出了不同耕地禀赋下农户购买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从经营规模分组来看,

农户购买插秧、整地、收割、施药和施肥服务的占比均随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随着地块数增

多,农户购买插秧、整地、收割、施肥和施药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可能原因是在地

块数不多的情况下,农户会选择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来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而随着地块数继续增

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成本增大,农业比较收益下降,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倾向性亦

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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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不同耕地资源禀赋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情况 单位:％

分类 插秧服务 整地服务 收割服务 施药服务 施肥服务

经营规模(亩)

０－１０ ０．４８１ ０．８２９ ０．９０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７
１０－６０ ０．５２９ ０．８３４ ０．９２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６０－１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８７１ ０．９５７ ０．１５７ ０．２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９６７ ０．４００ ０．７０８

地块数(块)

１－３ ０．５０２ ０．８３４ ０．９５７ ０．１６５ ０．１８２
３－５ ０．５８２ ０．８３６ ０．９６３ ０．１８２ ０．３８２
５－１０ ０．８００ ０．９６４ ０．９６４ ０．１２５ ０．２８１
≥１０ ０．６７９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４００

四、实证分析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本文利用Stata１５软件,采用“一步法”同时估计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率模型.表４结

果显示,技术无效率项在１％水平下显著,说明农业生产中存在技术无效率,γ值为０．５６,说明复合误

差项的变异主要来自于技术无效率项,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是必要的.
由于超越对数函数包含投入要素的平方项和各要素之间的交叉项,不能简单地根据单个要素的

回归系数来说明其对产出的影响,利用其系数和弹性公式εy,x＝∂lny/∂lnx,本文进一步计算了土地、
劳动和资本要素在均值处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３、０．０４４和０．５５８,资本的产出弹性明显高于土地

和劳动投入,这侧面说明中国农业生产产量的增长更多需要依靠资本要素投入,这可能与现实中耕地

红线不能突破,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不可避免有关,因此,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越来越强.
　表４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产出对数值

系数 标准误
产出弹性

劳动对数值 －０．０３２ １．０３１ ０．０４４
资本对数值 ０．２６８∗∗ ０．１２７ ０．５５８
土地对数值 ０．３０８∗∗∗ ０．０８５ ０．１７３
劳动对数值平方项 －０．４５５∗ ０．２５２ —

资本对数值平方项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

土地对数值平方项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１ —

劳动对数与资本对数交叉项 ０．１９５ ０．１３３ —

劳动对数和土地对数交叉项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

资本对数与土地对数交叉项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

截距项 ７．３８８∗∗∗ １．９８６ —

σ２＝σ２
u＋σ２

v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λ １．１７３∗∗∗ ０．０１３

γ＝σ２
u/σ２

u＋σ２
v ０．５６

LRtestofsigma_u ２．１e＋０２(P－value: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下显著,以下同.

　　(二)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细碎化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表５报告了不同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对技术无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社

会化服务的标准化程度差异很大,相应的劳动监督和对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均不同,对农业技术效率的

影响也会不同.插秧和收割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１％水平下显著为正,插
秧好坏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相比人工插秧,机械插秧的行间距和深浅程度会更标准,更有利于作物

生长.收割环节是作业标准化程度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生产环节,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农户购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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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服务可以减少自行收割时的粮食浪费,进而增加产出和农业技术效率.并且,收割环节属于农业生

产的末端环节,不影响投入要素,但会影响最终的产出.整地环节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为正,但并

不显著.病虫害防治的施药环节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即农户购买施药

服务越多,农业技术效率越低,原因可能是施药环节标准化程度低,仍然以人工打药为主,施药效果会

存在一个滞后期,服务效果难以衡量,并且一个作物周期需要打药４~６次甚至更多,存在高昂的雇工

监督成本,抑制了农业技术效率.
　　表５ 农业社会化服务、土地细碎化对

农业技术效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技术无效率项

系数 标准误

插秧服务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整地服务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收割服务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７
施药服务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施肥服务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地块数×插秧服务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地块数×整地服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地块数×收割服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地块数×施药服务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地块数×施肥服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地块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平均地块面积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地块分散程度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健康状况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农业培训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务农劳动价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种植经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农业保险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截距项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３
村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地块数和插秧服务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地块

数越多,会降低插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

率的正向影响.这与韩春虹等和李琴等的研究结论相

似[１８][１９],地块基础设施较差的土地资源会弱化社会化

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地块数和施药服务

交叉项的系数为正,说明地块数增多,会增强施药环节

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土地细碎

化使得机械作业难度和采用成本提高,导致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供给边际成本增加,使得通过农业社会化

服务来提高农业技术效率的优势减弱.近年来,农业

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在户均规模较小、适合于小面积

地块作业的农机等社会化服务未大面积普及背景下,
土地细碎化会阻碍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商也会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选择在

地块较为平坦,服务供给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块上提供

社会化服务.
平均地块面积对农业技术无效率的影响显著为

负,平均地块面积越大,农业技术效率越高,地块面积

越大越能有效利用农业机械,实现机械对劳动力的低

成本替代和提高机械作业效率,由此提高农业技术效

率.年龄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户主年龄

越大,由于体力和精力下降,对农业生产过程的照料会

减少,一定程度会降低农业技术效率.教育的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户主的受教育水平越

高,人力资本越强,接受农业新技术的概率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健康的系数在５％的

水平下显著为负,户主身体越健康,农业技术效率相对越高.农业培训对农业技术无效率的影响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农户参与农业培训能及时获取最新的农业信息和病虫害防治措施等,有利于

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无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三)稳健性检验:不同规模农户的分组回归

不同规模农户的资源禀赋不同,土地细碎化对其影响也会存在差异.根据上文对农户的分组,进
一步分别对规模户和小农户进行回归.表６结果显示,插秧和收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无

效率的影响在规模户和小农户中均显著为负,即农户购买插秧和收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会显著提高

农业技术效率.施药和施肥服务的系数在规模户和小农户中均为正,说明农户购买施肥和施药服务

会降低农业技术效率.从地块数和不同环节社会化服务的交叉项的系数来看,随农户地块数增多,会
减弱插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增强施药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

率的负向作用.上述全样本农户下的回归结果在不同规模农户之间仍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地块数和

整地服务交叉项的系数在规模户中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规模户的样本量较小,且绝大多数规模

户购买了整地服务,导致该变量在规模户中的差异并不大.地块数和施肥服务交叉项的系数仅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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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户中显著为正,说明地块数会显著增加施肥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相比

小农户,规模户的农业产量更多,而化肥施用对农业产量影响较大,地块数增多会提高农业社会化服

务组织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进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表６ 不同规模农户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技术无效率项

规模户

系数 标准误

小农户

系数 标准误

插秧服务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整地服务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８
收割服务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施药服务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施肥服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地块数×插秧服务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地块数×整地服务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地块数×收割服务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地块数×施药服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地块数×施肥服务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０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８年江苏省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定量研

究了在土地细碎化视角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户购买插

秧、整地和收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较多,购买施药和施肥服务的较少;随耕地经营规模扩大,购买插

秧、整地、收割、施药和施肥服务的农户数不断增多.第二,农业生产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

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插秧和收割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病虫害

防治施药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存在负向影响.第三,土地细碎化会降低插秧环节的社

会化服务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施药环节对农业技术效率的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不同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供应商存在潜在的道

德风险,特别是对标准化程度低的施肥、施药环节,政府应规范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行为和改善服务

质量,提高标准化水平,提高农户购买此类环节社会化服务的积极性.第二,政府应加强对田间道路

和水利灌溉等地块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农民走向农业生产集体行动,努力实现零散耕

地的集中连片经营,降低土地细碎化带来的约束效应,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力和土

地资源利用率.第三,在我国偏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地区,小农户仍将会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

式之一[２０],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对小农户给予更多关照,帮助小农户降低农业经营成本和提高农

业技术效率,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不同产业组织形式的社会化服务供应商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可能会存在差异,相对于承接不同环节的不同社会化服务供应商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农业全产

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供应商(如全程托管)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会更低.并且,全产业链的服务供应

商可能会将多个环节的农业技术导入农业,使得最终的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提高.本研究受数据质量

限制,未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应商的产业组织问题展开分析,未来应该针对社会化服务供应商的产业

组织问题予以更深入探讨,使研究结论更具启发性,相关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此外,本文的数理模

型只阐明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会影响农业技术效率,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机制并未在

数理模型中具体体现,未来可将土地细碎化指标纳入数理模型,分析土地细碎化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对

农业技术效率影响中的作用机理,使相关研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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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自“张红宇:农业生产性服务解种地难题”,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０５月０８日.
②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２０１８)的“农业政策与措施”内容部分.
③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耕地规模化的标准是“耕种面积南方省份５０亩以上、北方省份１００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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